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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点-场所模型的城市轨道交通

廊道发展潜能评价 
──以广州 3 条典型地铁线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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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评价多局限于站点层面，未能充分考虑廊道尺度的整体性与协调性的问题，以广州

2 号线、3 号线和 5 号线 3 条典型地铁线路为实证研究对象，从廊道视角引入节点-场所模型，利用核密度及廊道

平衡量化的分析方法，系统评价和对比分析沿线站点的发展状态及潜能，并对 3 条典型地铁线路的未来发展提出

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2 号线整体呈“从属”状态，节点与场所价值均偏低；3 号线整体呈“失衡节点”状态，

交通优势显著，但场所价值待提升；5 号线整体相对接近平衡，节点与场所价值发展较为协调；建议 3 条线路从“廊

道-站点”双尺度全面审视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区未来发展的需求和潜力。研究结果可为研判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站

点发展潜能及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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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Urban Rail Corridors Based on the 
Node-Place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ree Typical Guangzhou Metro Lines 

WANG Chengfang1, 2, CHEN Huaxin3, WU Zichao1, 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and Urban Science, Guangzhou 510640;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3.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Bureau of Qujing City, Qujing, Yunnan 655000) 

Abstract: Existing evaluation approaches for urban rail transit predominantly focus on station-level analysis, lacking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grity and coordination at the corridor scale. This paper took Guangzhou’s Metro Lines 2, 3, and 5 as 
empirical research objects, and extended the conventional node–place model from the station level to the corridor scale, aiming 
to better capture spatial dynamics along metro lines. The methods of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Corridor Balance Quantification 
were put forward to systematically assess the equilibrium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tations along these corridors, 
and proposes tailor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each.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Line 2 exhibited a “dependent” state overall, 
with both node and place values relatively low; Line 3 showed an “unbalanced node” state, featuring significant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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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but underdeveloped place value; Line 5 approached a balanced state, with relativel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node and place values. The study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ed “corridor-station” dual-scale analysis to holistically 
evaluate future development needs and potentials along rail transit corridors. The results provided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ailored to various rail transit corridors. 
Keywords: node-place model; urban rail corridor;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corridor balance quantification; “corridor-station” 
dual scale 

 

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简称“轨交”)

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在规划理念层面仍存在系统性

不足。在早期阶段，多数城市对轨交的“廊道效应”认

知存在局限，仅将其定位为疏解旧城人口压力和缓解

交通拥堵的工具，未能对沿线用地进行战略性规划与

开发预留，导致轨交系统功能被单一化。在实施阶段，

受制于投融资机制与开发模式的掣肘，站点开发呈现

碎片化特征，缺乏对站点间功能协同、产业布局及资

源配置的系统性统筹，进而引发站点同质化竞争与运

营效率损失等结构性问题。鉴于此，亟需从城市空间

发展战略维度重构轨交站点及廊道的功能定位，以实

现轨交系统与城市发展的协同优化。 

轨交廊道的重要性已受到广泛关注，CALTHORPE[1]

提出公交导向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

理念，首次阐释区域与站点层面的差异化发展特征；

ROBERT[2]进一步将站点形象比喻为“轨交珠链”的

关键节点，强调其在廊道系统的有机联系；国际 TOD

研究中心[3]指出廊道尺度是分析城市出行特征、预测

增长极演化和优化保障性住房布局的理想研究单元。随

着研究深入，不少学者[4-12]逐步将研究视野从单一站

点拓展到廊道系统乃至城市网络层面。在方法论层面，

传统评估体系如交通可达性分析、用地强度评价等存

在明显单一维度的局限。BERTOLINI[13]基于欧洲火车

站地区再开发背景提出“节点-场所(Node-Place，N-P)”

模型，创新性通过解构站点的双重属性——作为交通

网络的“节点”和城市功能的“场所”，构建 N-P 纺

锤体模型[14]揭示双重维度的动态平衡规律，该模型一

经提出在欧美学界受到广泛热议，并被尝试作为技术

支撑应用于政策制定和战略谋划[15]。近年来，学界开

始深入探讨 N-P 模型背后的系统性意义，ZHANG 等[16]

将复杂网络分析引入模型，通过伦敦地铁案例揭示站

点系统功能与局部建成环境的多尺度关联；DOU 等[17]

基于 N-P 模型拓展第三维度对上海地铁站点开展类型

学研究等。而不同轨交廊道在其线网体系和城市空间

结构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同城背景下不同线路

对比研究可更清晰洞察轨交廊道之间的特征差异，从

而有利于从城市尺度制定不同线路针对性发展策略，

更高效地推进城市和轨交耦合发展。 

综上，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取广州地铁 3 条

典型线路作为实证对象，引入 N-P 模型从“廊道-站点”

双尺度剖析轨交沿线站点发展状态并研判其发展潜

能，以期为轨交廊道综合效益最大化提供参考借鉴。 

1  研究对象与概况 

截至 2024 年，广州地铁运营线路共 19 条，运营

里程达 693.9 km，位居全国第三[18]。2023 年，广州地

铁客流强度达 1.38 万人次/(km·d)，居全国首位[19]。本

文综合考虑广州城市规划历程、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及

轨交发展特征等，选取地铁 2 号线、3 号线一期(广州

东—番禺广场)和 5 号线作为样本研究对象，区位示意

如图 1 所示。3 条线路具有典型代表性：空间上覆盖东

南西北四大发展轴向，贯穿 7 个行政区；沿线用地类型

多元，涵盖商业中心、居住区、交通枢纽等；运营时

间较长，客流常年稳居前三，且沿线开发成熟度高。 

 

图 1  广州地铁 2/3/5 号线区位示意 

Figure 1  Location schematic of Guangzhou Metro  

Lines 2, 3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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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既有研究及行业导则[20-21]，划定沿线各站点 800 m

半径范围作为廊道研究单元，对 3 条线路发展状态和

潜力进行深入剖析。 

2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2.1  研究思路 

根据 N-P 模型理论框架，站点发展状态可划分为

5 类：平衡型、压力型、从属型、失衡场所型和失衡节

点型，如图 2(a)所示。根据动态平衡理论[22]，两类失

衡站点具有显著的趋衡特征：失衡节点型站点具备节

点价值优势，通过良好可达性促进活动集聚(场所价值

提升)；失衡场所型站点则具有场所价值优势，通过生

成交通需求刺激节点发展(节点价值提升)。实现趋衡

的路径如图 2(b)所示，包括：路径 1(提升场所价值)、

路径 2(降低节点价值)、路径 3(增强交通服务)和路径

4(调控场所价值)。通过规划干预引导失衡站点趋衡发

展，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轨交沿线价值。在此

基础上，将该分析框架拓展至廊道尺度，通过识别线路

整体失衡区段，精准挖掘最具发展潜力的轨交廊道空间

单元，为制定轨交廊道差异化发展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图 2  节点-场所(N-P)模型及模型动态平衡示意 

Figure 2  Node-place model and schematic of dynamic 
equilibrium 

基于 N-P 模型框架，本文引入核密度分析和廊道

平衡程度量化分析方法，系统评估轨交廊道的发展状

态与潜能。一方面，如图 3 所示，运用 Origin 软件对

轨交廊道多个站点基于 N-P 模型生成的状态散点图进

行核密度分析，通过概率密度分布特征直观呈现不同

廊道的整体发展态势。图 3 中，核密度分析图的颜色

越深，意味着该区域内轨交廊道的站点在“节点-场所”

特征组合上更为密集，反映出该类发展态势在整体廊道

中的代表性或普遍性更强。另一方面，借鉴学者 VALE[23]

提出的平衡程度量化方法，通过构建站点场所值和节

点值的等值平衡线，并计算各站点到平衡线的欧氏距

离 k，以表征各站点的平衡程度。其中，k 值与平衡程

度呈负相关关系，如图 4 所示，当站点 A 的 k 值(k1)大

于站点 B 的 k 值(k2)时，表示站点 A 平衡程度小于站

点 B。该方法可用于站点间平衡程度的对比，也可拓

展至不同廊道间的比较分析，从而形成基于 N-P 模型的

“站点状态识别-廊道特征分析-发展潜能评价”的系统分

析框架，为轨交廊道潜能评价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图 3  轨交廊道核密度分析示意 

Figure 3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analysis based on 

the Node-Place model 

 

图 4  沿线站点平衡程度量化示意 

Figure 4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schematic of balance level 

at rail transit stations 

2.2  轨交廊道 N-P 模型构建与测算 

采用系统文献分析法，通过检索权威中外文献数

据库，对 1996 年 N-P 模型提出至今 130 余篇典型文

献进行系统梳理。采用词频统计法提取“节点”和“场

所”维度各前 10 个高频指标作为参考借鉴。基于文献

分析结果，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和广州轨交线路特

性等因素，构建了包含节点和场所两个维度的指标体

系。如表 1 所示，节点维度从轨道交通供给能力、公

共交通供给能力、道路交通供给能力 3 个层面选取 7 个

指标，场所维度则从活动强度、多样性、混合性 3 个

层面选取 11 个指标。数据来源包括广州地铁官网(N1、

N2、N4-N6)、Open Street Map(N7)、百度热力图(P1)、

高德开放平台(P2-P10)及实地调研(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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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适应轨交廊道的 N-P 模型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设置 

Table 1  Development and Weighting of N-P Model Indicator System Adapted for Rail Transit Corridors 

维度 准则层 指标代号 指标因子 计算方式 权重 

N1 轨道交通线路数 各站点可换乘线路数 0.466 1

N2 站点服务频次 按发车班次计算 0.112 8

N3 20 min 可达站点数 按高德在线地图计算 0.093 2
轨道交通供给能力 

N4 站点出入口个数 实地调研 0.079 3

N5 公交车站数 实地调研 0.035 6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 

N6 公交车线路数 实地调研 0.142 5

节点 

道路交通供给能力 N7 线网密度 站点 800 m 半径道路总长度/站域面积 0.070 4

P1 居住人口密度 
百度热力图矢量化后统计站域各热区面积 

分级赋值加权计算 
0.023 5

P2 建筑密度 站域建筑基底面积之和 0.052 1

P3 开发强度 站域建筑基底面积×层数 0.104 8

活动强度 

P4 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密度 POI 数量总和 0.183 9

P5 居住类 POI 数量 居住类 POI 数量之和 0.052 3

P6 零售/酒店/餐饮类 POI 数量 零售/酒店/餐饮类 POI 数量之和 0.227 6

P7 教育/医疗/文化类 POI 数量 教育/医疗/文化类 POI 数量之和 0.020 6

P8 政府机构/公共服务类 POI 数量 政府机构/公共服务类 POI 数量之和 0.028 6

多样性 

P9 公司/企业/商务办公类 POI 数量 公司/企业/商务办公类 POI 数量之和 0.207 6

P10 POI 功能混合度 1

ln
m

i i
i

P P


  

其中，Pi 为第 i 类 POI 在区域内所占比例， 

m 为 POI 功能类型的类别数，如居住、零售类等 

0.049 5

场所 

混合性 

P11 用地功能混合度 1

ln
n

j j
j

S S


  

其中，Sj 为第 j 类土地用途的面积占比或功能单元占

比，n 为用地功能类型的类别数，如居住、商业等

0.049 5

 

在权重确定方法选择上，结合前人研究对比了主

成分分析法[16]、层次分析法[24-25]、最佳最差法[26]和多

标准分析法[27]等方法。经预研比较后，采用层次分析

法，运用 YAAHP 软件分别构建“节点”和“场所”

两个层次分析矩阵。通过专家评分和一致性检验，最

终确定各指标权重，权重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3  基于 N-P 模型的廊道发展状态识别与潜

能评价 

3.1  廊道发展状态识别 

为确保多源异构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对各指标原

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结合指标权重值进行加权

计算，获得各站点的节点值 N 和场所值 P。3 条线路

各站点N 值和 P 值的散点图和核密度的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综合 N-P 模型理论可知：2 号线呈现显著的从

属发展状态，表明节点和场所值整体水平较低；3 号线

整体趋向失衡节点发展状态，侧面反映其沿线具有良

好的交通可达性，但沿线站点场所功能或站点之间协

调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5 号线整体接近平衡状态，

表明其沿线土地开发与交通供给的协同效应最为显著。 

对 3 条线路的平衡程度 k 值进行量化测度和对比

分析，结果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知：2 号线平衡度 k

值最高，表明其廊道平衡程度最低，失衡站点的占比

达 25%，且同时存在节点失衡和场所失衡现象，与其

整体“从属型”特征相符；3 号线次之，呈现“失衡节

点”状态，失衡站点均为失衡节点型，印证了其作为

“失衡节点型”廊道的诊断结论；5 号线 k 值最低，表

明其发展最为均衡，失衡站点占比最低，且失衡程度

较轻，与其“平衡型”特征相吻合。这一结果与核密

度分析结果基本吻合，也为理解不同轨交廊道的发展

模式提供了量化依据，表明平衡程度 k 值可作为评估

廊道协调发展水平的有效指标。 



基于节点-场所模型的城市轨道交通廊道发展潜能评价──以广州 3 条典型地铁线路为例 

 19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图 5  基于 N-P 模型的 3 条典型地铁线路各站点发展状态分析和核密度分析 

Figure 5  Sta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for three typical metro lines (Node-Place model) 

 

图 6  3 条典型地铁线路沿线发展平衡程度可视化分析 

Figure 6  Visual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balance level along 

three typical metro lines 

3 条线路各站点的节点和场所指标如图 7 所示。由

图 7 可知：3 条线路在不同的指标因子中呈现出一定

的差异特征，其中，2 号线节点指标均值最低，数据表

现与其穿越广州老城区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廊道整体

活动强度较高；3 号线节点维度优势突出，交通优势明

显，具备培育 TOD 珠链结构的先天条件；5 号线表现

出均衡发展特征，其多模式交通整合与用地功能协调

程度为城轨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典型范例，可以为不同

类型轨交廊道的优化提升策略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3.2  3 条廊道发展潜能评价 

根据图 3 的 N-P 模型动态平衡理论，引入物理学 

 

图 7  3 条典型地铁线路节点和场所两个维度的雷达图分析 

Figure 7  Radar chart analysis of node and place dimensions 
for three typical metro lines 

“势能差”的计算思路，构建站点发展潜能量化模型，

通过计算节点-场所差值测度发展潜能，定义潜能指标

D 为归一化处理后的节点值 N 与场所值 P 的差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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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为 

p

n

,   

,   

D N P N P
D

D P N P N

   
  

节点优势型站点

场所优势型站点
    (1) 

式中，当站点的 N>P 时，该站点为节点优势型站点，

其发展潜能为 Dp，反映该站点具有场所发展潜能，其

场所维度没有匹配当前良好的交通供给水平，此类站

点可通过功能植入或强度提升来实现平衡；当站点的

P>N 时，该站点为场所优势型站点，其发展潜能为 Dn，

反映该站点具有节点发展潜能，其交通供给未能匹配

站点的活动强度，需通过提升交通供给或功能疏解实

现平衡。 

对 3条廊道沿线站点的发展潜能分别取平均值，

得到基于发展潜能的量化评价结果如图 8 所示。由图 8

可知：3 条样本线路均呈现场所发展潜能 Dp显著高于

节点发展潜能 Dn的特征，这表明优化沿线场所功能是

当前廊道发展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①2 号线表现出

最显著的双向潜能特征，一般站普遍存在节点供给不

足，而换乘站/枢纽站则呈场所功能滞后，反映其整体

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节点和场所维度都有较大提升

空间；②3 号线沿线场所发展潜能高于节点，印证该线

路的“失衡节点”发展状态，同时该线路的 Dp平均值

最低，侧面反映其沿线场所发展潜能释放空间比其他

两条线路更大；③5 号线呈现区段分化特征，其中猎德-

鱼珠段以场所潜能为主，其他区段则呈现混合分布。 

 

图 8  3 条典型线路沿线站点发展潜能量化评价示意 

Figure 8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tation development 
potential along three typical metro lines 

上述结果反映出轨交廊道发展潜能分析需要采用

“廊道-站点”双尺度研究方法：既要把握以核密度分

析为代表的线路整体特征，又要识别站点个体的潜能

差异 D。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确保分析结论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 

4  3 条廊道发展研判与优化思考 

4.1  地铁 2 号线：旧城更新导向下节点-场所协

同优化 

地铁 2 号线作为贯穿广州历史城区的重要交通廊

道，其发展面临着独特的机遇与挑战。该线路连接广

州南站与白云机场，沿线分布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具有重要的城市服务功能与文化传承价值。然而，受

限于旧城区复杂的空间肌理和产权结构，线路的廊道

效应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站点地区的更新改造面临诸

多制约。 

从空间特征来看，2 号线沿线站点地区多为小街区

密路网形态，可充分利用这一特性，提出“联站成群”

的优化思路：通过整合相邻站点的地下空间资源，构

建多节点联动的功能网络，将分散的交通优势转化为

整体发展动能。如图 9 所示，可重点强化站点间的空

间联系与功能互补，促进交通人流向消费人流的有效

转化，同时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 

 

图 9  “联站成群”示意 

Figure 9  Schematic of metro station cluster planning 

在场所价值层面，建议采用差异化提升策略。针

对旧城区商业辐射力减弱，站点场所功能有所弱化，

可考虑重点打造社区型站点为主的 TOD 廊道，统筹廊

道内站点间的互动，结合现状及未来规划分段定位实

现刺激廊道内双向交通流，从而提升廊道内部交通运

营效率。针对历史保护类地段，尤其要重视空间环境

品质提升，充分利用历史文脉资源吸引外来人流激发

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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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铁 3 号线：从客流通道向功能复合型廊道

转型 

作为贯穿城市核心区的南北向骨干线路，3 号线呈

现出显著的“失衡节点”状态。北段穿越城市中央商

务区，交通供给与城市功能协同度较高；而南段受制

于城中村及单一功能居住区的影响，场所价值明显滞

后。针对这一区段分异现象，建议实施以下优化策略：

重点提升番禺广场站的区域服务能级，强化其作为南

部公共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有序推进沿线城中村更

新改造，注重环境品质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推

动南段原有村集体工业向商住或高新技术产业用地转

型，提升沿线人流活动强度。通过系统性干预措施，

推动廊道由单一交通功能向复合城市功能转型。 

4.3  地铁 5 号线：构建动态平衡的韧性发展廊道 

5 号线虽整体呈现相对平衡的发展状态，但仍存在

局部失衡现象，特别是部分区段的场所价值有待提升。

建议针对失衡站点如“猎德-鱼珠”区段精准提升，以

打通轨交走廊发展的断点，实现沿线轨交与城市空间

一体化发展。同时，也可考虑结合该线路作为示范廊

道试点，构建多维度数据监测平台，实时跟踪节点与

场所指标演变趋势；设置科学合理的预警阈值，及时

识别潜在失衡风险；实施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包括公

交接驳服务完善和功能混合引导等。 

5  结论 

轨交廊道沿线站点具备交通节点与城市场所的双

重属性，N-P 模型可以直观捕捉站点交通和土地利用

的互动反馈动态，结合其“场所”和“节点”价值趋

衡发展规律有助于明确站点发展潜力与优化提升方

向。同时，各轨交站点并不孤立存在，而是服务于相

邻站点，在轨交系统中承担着不同角色[28]。本文突破

了传统站点层面的孤立评估模式，将 N-P 模型从站点

尺度扩展至廊道尺度，引入核密度分析和廊道平衡程

度量化方法，对广州地铁 2 号线、3 号线一期及 5 号

线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差异化的优化策略。得出的

研究结论如下： 

1) 3 条典型线路廊道的发展状态识别与潜能评价

结果基本吻合，地铁 2 号线表现为从属状态，整体交

通和场所价值偏低；3 号线整体处于节点失衡状态，具

备较高的交通优势但场所价值有待提升；5 号线相对接

近平衡，节点与场所价值发展较为协调。这体现出 N-P

模型在廊道尺度上的有效性，能够动态识别廊道发展

瓶颈与潜力区段，为决策者和规划师提供精准的决策

依据，促进城市功能与交通需求的精准匹配，实现廊

道效益的最大化。 

2) 轨交廊道研究需强调廊道尺度与站点尺度的

综合统筹分析。一方面，要树立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

协同发展的系统性战略思维，实现城轨一体化发展；

另一方面，从“廊道-站点”双尺度视角，全面审视沿

线地区未来发展的需求与潜力，实现站点功能与廊道

整体布局的有机融合。 

在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轨交廊道对超大城市

发展方向引导、空间结构优化、人口与经济要素布局

等方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需要从战略

和全局的高度，对轨交廊道与城市空间发展互动关系

进行整体谋划，依托轨交骨架合理安排功能组团，重

视轨交廊道站点之间的协同，构建集约紧凑、功能复

合的轨交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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